
社会科学家 2016年第 11期

【法学与法制建设】

社会科学家
SOCIAL SCIENTIST

2016年 11月
（第 11期，总第 235期）

Nov.,2016
（No.11,General No.235）

中国传统法律的形象
———“皋陶作士”的文化解读

高旭晨
（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，北京 102488）

摘 要：每个文明所特有的法律形式都有其形象之表征，这种表征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出现，在古代中国，

传统法律的形象应该有三个：一个是人：皋陶；一个是神兽：廌；一个是器物：鼎。鼎犹存，廌仍在。而那个更当得
起中国传统法律形象的人，即皋陶，现在几乎被人遗忘。实际上，皋陶才应该是中国传统法律最早、最确实的形
象。皋陶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开创者，其作为一个具有圣人与司法官的双重形象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
法律具有道德与法制的二重属性。皋陶之言行已经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用于讨论、评价法律、法理探究之原始出
发点，也是判断法制优劣的标准，发表议论的根据，抒发情感的参照。故以皋陶为中国传统法律之形象表征、文
化符号，应该是顺理成章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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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代中国，传统法律的形象应该有三个：一个是人：皋陶；一个是神兽：廌；一个是器物：鼎。作为器物的
鼎，其自从春秋时代晋国铸刑鼎始就成为了法律的一种象征。史料记载：昭公二十九年，赵鞅、荀寅“遂赋晋国一
鼓铁，以铸刑鼎，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。”[1]鼎这种器物，现在依然存在，且仍然作为法律的一种象征。传说中的
神兽廌，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象征物。法字之古形为灋。《说文解字》中解释灋字称：“平之如水，故从
水；廌，所以触不直者去，故从去。”关于廌，《说文解字》中也有解释：“廌，解廌，兽也。似牛，一角。古者决讼，令
触不直者。”在许多古典文献中，廌都被描述为辅助司法官的神兽。此后，廌的形象在历史上被逐渐具象化，成为
法律的一种标识。鼎犹存，廌仍在。而那个更当得起中国传统法律形象的人，即皋陶，现在几乎被人遗忘。人们
似乎已经忘记了，皋陶实际上才是中国传统法律最早、最确实的形象。

一、皋陶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开创者

皋陶本是一个很清晰的历史人物。其主要的活动时间为尧、舜的时代，他所担任的职务为“士”，即今天所谓
的司法官。由于皋陶“作士”，他也被认定为中国古代法律的缔造者，也是刑狱之祖。其明于执法的形象深入人
心。所谓“皋陶造狱，法律存也。”[2]中国上古有关法律的记载，多假皋陶之名以传世。
历史上的皋陶本有两种形象，其一，作为司法官之皋陶；其二，作为政治家之皋陶。由于史涉远古，缺少足够

的史料佐证，其人其事多为后人补述，一些史籍虽有重要参考价值，但不能作为确切史证。这一点，古人也早有
论及。如春秋战国时的杨朱就曾言：“太古之事灭矣，孰志之哉！三皇之事，若存若亡；五帝之事，若觉若梦；三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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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事，或隐或显，亿不识一。”[3]从而，今天皋陶的形象在过度疑古的氛围中变得有些模糊。
《论语·颜渊》中记述：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‘爱人。’问知。子曰：‘知人。’樊迟未达。子曰：‘举直错诸枉，能使
枉者直。’樊迟退，见子夏。曰：‘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，子曰，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，何谓也？’子夏曰：‘富
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矣。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’”其中对皋陶的赞美
几无可复加。在《汉书·古今人物表》中，皋陶也被列为上中的仁人之列。[4]不只是在士人阶层，即使在民间，其形
象也是正面的。如世俗小说《狄公案》中也称：“一代之立国必有一代之刑官，尧舜之时有皋陶，汉高之时有萧
何。”[5]

皋陶为士师，掌法律，成为中国传统法律的开创者，其事迹较为完整之记述见于《尚书》。应该提及的是，研究
皋陶，不得不从《尚书》入手。《尚书》之学，其艰且深，自成体系。书有今古之分，论有真伪之识。但其对中国学术、
中国文化，特别是中国法律发展的深远影响毋庸质疑。检索《尚书》，其中有关皋陶作士的记述，大略有如下几处。
其一，《舜典》中，帝舜向皋陶的训诫。帝曰：“皋陶：蛮夷滑夏，寇、贼、奸、宄，汝作士，五刑有服，五服三就。五

流有宅，五宅三居。惟明克允。”①其大意为，有行径野蛮之徒扰害我们的地方，其犯有寇、贼、奸、宄诸种罪恶，你
作为执掌法律的士师，要用五刑对其予以惩责，刑罚的适用要恰当，处罚的方式要合理，要根据不同之人所犯不
同之罪以三种方式实施。对于一些犯罪行为，可以用流放的方式替代五刑的适用，五种流刑都要有适当的安置
地点，这种安置地点也可以区分为三种规格。总之，执法务必明察而公正。
其二，《大禹谟》中，帝舜对皋陶之赞扬。帝曰：“皋陶，惟兹臣庶，罔或干予正。汝作，明于五刑，以弼五教，期

于予治。刑期于无刑，民协于中，时乃功。懋哉！”大意为皋陶，对五刑的把握非常准确，以此对于五教的贯彻辅
助很大，使国家形成有效治理的局面。刑罚的适用最终导致了无刑的效果，人民在治理下非常舒心。皋陶不敢独
受此赞，其曰：“帝德罔愆，临下以简，御众以宽。罚弗及嗣，赏延于世。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；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
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好生之德，恰于民心，兹用不犯于有司。”
皋陶所言虽是归美帝舜之语，却也道出其受命为士之后，执行、适用法律之原则。其一，适用法律要简单明
了，宽于待众。其二，罚罪不能涉诸家人，赏功可以延及子嗣。[7]其三，对于过失犯罪，即使结果严重也可以宥赦；
对于故意犯罪，即使结果轻微也要重惩。其四，人有违法，对犯罪情节存疑者适用刑轻之罚；人有功劳，对立功过
程存疑者适用赏重之赐。其五，在对案件不能明确处罚的情况下，宁肯误放奸人，也不能错杀无辜。其六，适用法
律总的原则是以德服人，使施政合乎民心，最终达到民众自觉守法之目的。
其三，《尚书》中其他一些不完整之记述。《大禹谟》中，“禹曰：‘朕德罔克，民不依。皋陶迈种德，德乃降，黎民
怀之，帝念哉’！”即禹赞皋陶可以做到以德用法，具有大功德。《皋陶谟》中：“天叙有典，敕我五典无惇哉！……
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！”即适用法律实际上是替天行道，刑典原是上天伐罪之本，以五刑惩处不同的犯罪行为。
《益稷》中“皋陶方袛厥叙，方施象刑，惟明。”即皋陶适用法律有章法有原则，明于用法。
除《尚书》外，《史记》中也比较集中了有关皋陶的记载，其基本上以《尚书》为原本，只是增加了以下三方面
的内容。其一，明确了皋陶为尧的旧臣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第一》中称：“而禹、皋陶、契、后稷、伯夷、夔、龙、倕、益、
彭祖自尧时皆举用，未用分职。”[6]其二，增加了一些皋陶进行司法活动的实绩，其言：“皋陶为大理，平；民各伏
得其实。”[6]另外，还有：“皋陶于是敬禹之德，令民皆称禹，不如言，刑从之。”也就是说，皋陶用法律手段维护了
禹的权威。 其三，记述了皋陶的逝世及后代受封的情况。其言：“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，且授政焉，而皋陶卒。封
皋陶之后于英、六，或在许。”[7]《史记》集解称：皋陶塚在庐江六县。梁玉绳称：“许太岳之后也，姜姓。安得以为
皋陶后哉，史误。”[8]

清人梁玉绳曾作“咎繇考”，基本上比较完备地汇集了有关皋陶的记述，并加以辨证：“咎繇，始见《离骚》、
《尚书大传》、《说文》言部引《虞书》，今本作皋陶。皋又作。偃姓（本书地理志六安国注、史夏纪正义世纪）。少昊
之后（路史），状色如削瓜（荀子非相，而抱朴子博喻云，面如蒙箕），马喙而瘖（淮南子修务主术、白虎通圣人章、
论衡骨相、文子精诚，《困学纪闻》二云：皋陶瘖而为大理，犹夔一足之说。皋陶陈谟赓歌，谓之瘖，可乎？此言似太
泥，瘖非哑也，盖其声嘶沙）。亦曰陶叔（易林需之大畜），亦曰瘖繇（路史后纪），年百有六，以壬辰日卒（路史发挥
论塗山伯益篇及后纪注），葬庐江六县（水经沘水注，续郡国志注引黄览），唐玄宗天宝二载尊为德明皇帝（唐书
本纪）。”[9]王国维先生在《今本竹书纪年疏证》中曾考证（舜）“三年，命咎陶作刑。”[10]而皋陶死于禹二年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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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根据孔安国的解释：五刑，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。三就，行刑当就三处，大罪于原野，大夫于朝，士于市。五流有宅：谓不忍加刑，则流
放之若四凶者，五刑之流，各有所居。五居之差，有三等之居：大罪四裔，次九州之外，次千里之外。此后注疏《尚书》者多矣，但关于此段
文字分歧不多。尤韶华先生辑录之《归善斋尚书章句集释》中，收录有中国古代《尚书》注疏数十种，未见完全脱离此种解释之论说。

113



社会科学家 2016年第 11期

“（禹）二年，咎陶薨。”[10]

二、皋陶的言行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方向

如前所述，《尚书》中，皋陶有两个形象，即在司法官以外，他还有一个政治家的形象，其主要言行见于以其
为名的《皋陶谟》中，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道德意义。实际上，在《皋陶谟》中，基本上没有很多直接有关法
律的内容，而是广泛阐述了为政之道，如其认为安邦治国的首要是“在知人，在安民”。而要知人，则应该从“八
德”的标准来衡量，等等。《尚书大传》有言，孔子曰：“咎繇谟可以观治。”[11]也就是说《皋陶谟》是治国的经典。宋
人王应麟称：“观于《谟》而见皋陶之学之粹也。孟子论道之正统，亦曰，若禹、皋陶则见而知之。又曰：‘舜不得禹、
皋陶为己忧。’”[12]

皋陶的这种双重形象，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方向。即法律不仅仅只是一个冷
冰冰的规制体系，更具有道德的内涵，具有道德的关怀和论理的期许。我们通过对皋陶的学理考察可以看到，皋
陶的言行已经与中国传统法律的具体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，皋陶的形象为世人所认同，
特别为士大夫阶层所认可。除上引《论语》外，《孟子》中也称：“舜以不得禹、皋陶为己忧。”董仲舒之《天人三策》
也有言：“臣闻尧受命，以天下为忧，而未以位为乐也。故诛逐乱臣，务求贤圣，是以得舜、禹、稷、卨、咎繇，众圣辅
德，贤能佑职。”[13]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：“故皋陶喑而为大理，天下无虐刑，有贵于言者也；师旷瞽而为太宰，晋无
乱政，有贵于见者也。故不言之令，不视之见。”[14]王充的《论衡·是应篇》：“圣王莫过于尧、舜，尧舜之治，最为平
矣。即屈轶已自生于庭之末，佞人来辄指知之，则舜何难于知佞人，而使皋陶陈知人之术？”[15]屈轶应该是一种
传说能辨别佞人的鸟。同篇中还记述：“皋陶治狱，其罪疑者令羊触之，有罪则触，无罪则不触。斯盖天生一角圣
兽，助狱为验。故皋陶敬羊，起坐事之。此则神奇瑞应之类也。”[15]

当然，皋陶的形象也不完全是正面的，他的形象与中国古代对法律的认识结合在一起，有时被认为是严厉，
甚至是凶暴的。皋陶的圣人形象，因与刑罚相属似略有损。关于皋陶的相貌，史书中也有许多描述，如《荀子》中
称：“皋陶之状，色如削瓜。”《白虎通·圣人》：“皋陶鸟喙，是谓至信，决狱明白，察于人情。”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：“皋
陶马喙。”《山海经》：“面似箕萝。”这些形象大抵都是丑陋之状，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对于法律的认识。
司马光诗云：“法官由来少和泰，皋陶之面如削瓜。”[16]但这些与皋陶本人之品质无关，而只是反映了中国古代
礼法体系之下，社会民众对法律的认识。皋陶之形象实际上与后世的包公是一致的，即威严而可惧，但绝非酷
虐。纵观史籍，论及酷吏，没有以皋陶为比照者。王夫之称：“君子所甚惧者，以申、韩之酷政，文饰儒术，而重毒天
下也。”[17]所以，即使皋陶之形象尽显狰狞，其圣人形象亦不能为曲。韩愈称：“昔之圣者，其首有若牛者，其形有
若蛇者，其喙有若鸟者，其貌有若倛者，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，可谓非人邪？”[18]

因此，皋陶有关法律的言行，在很大程度上，体现了中国古代对法律的认识，也寄托了对法律之理想，故也
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方向。
王夫之认为，现实之中法律存而不行，主要在于用法不得其人，如以皋陶作士，则用当世之法也足以惩治世

间之奸徒。其称：“笞、杖、徒、流以为法而无其人，则今日之天下是已。肉刑以为法而无其人，昔为‘羿之彀中’，
今其渔之竭泽，故曰择祸莫如轻。贤者创而不肖足以守，乃可垂之百世而祸不延。以舜为君，皋陶为士，执笞、杖、
徒、流之法，刺天下之奸而有余。”[19]沈家本也认为，皋陶用法“以钦恤为心，以明允为用”应该为后世所效法。其
言：“舜之称皋陶曰：‘明于五刑，以弼五教’……是刑者非威民之工具，而以辅教之不足也。以钦恤为心，以明允
为用，虞庭垂训，其万世所当取法者欤？”[20]

三、皋陶的言行已经成为中国古代进行法律记述、法理探究的基础

检阅中国古代典籍就可以知道，有关皋陶的言行记述已成为重要法律文献的必录内容。中国古代之典籍，
凡涉及法律之事，几乎必然提及皋陶。《虞书》云：“帝谓皋陶，汝作士，明于五刑以弼五教，期于予治，刑期于无
刑，民协于中，时乃功懋哉。”[21]《左传》中记述，昭公十四年，晋叔向曰：“恶而掠每为昏，贪以败官为墨，杀人不忌
为贼，昏、墨、贼，杀！皋陶之刑也。”《汉书·礼乐志二》中引刘向言：“礼以养人为本，如有过差，是过而养人也。刑
罚之过，或死或伤。今之刑，非皋陶之刑也。而有司请定法，削则削，笔则笔，救时务也。”[22]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：“故
曰：善师者不陈，善陈者不败，善败者不亡。若夫舜修百僚，咎繇作士，命以‘蛮夷滑夏，寇贼奸宄’而刑无所用，所
谓善师者不陈者也。”[23]《晋书·刑法志》：“舜命皋陶曰：‘五刑有服，五服三就，五流有宅，无宅三居’。方乎前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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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既参倍。”[24]唐代杜佑之《通典》基本上承续了《尚书》对皋陶的记述，并把皋陶和咎繇交互使用。[21]宋代郑樵
之《通志》也有“命皋陶作士，明五刑。”之记载。[25]元代马端临之《文献通考》基本上也录述了与《尚书》类似之内
容。如《刑考一》中有：“第曰：皋陶，蛮夷滑夏，寇贼奸宄，汝作士，五刑有服，五服三就，五流有宅，无宅三居，惟
明克允。”及“帝曰：皋陶，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政，汝作士，明于五刑，以弼五教，期于予治，刑期于无刑，民协于中，
时乃功懋哉。皋陶曰：帝德罔衍（下有心字旁），临下以简。御众以宽，罚弗及嗣，赏延于世。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。
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好生之德，恰于民心，兹用不犯于有司。”[26]

《明史·刑法二》：“孝宗末年，刑部尚书闵珪谳重狱，忤旨，久不下。帝与刘大厦语及之。对曰：‘人臣执法效
忠，珪所为无足异。’帝曰：‘且道自古君臣曾有此事否？’对曰：‘臣幼读《孟子》，见瞽瞍杀人，皋陶执之之语。珪
所执，未可深责也。’帝颔之，遂如拟。”[27]沈家本认为，皋陶所造五刑，是专门对付蛮夷的，而对内则用象刑。其
言：“窃以为舜时五刑、象刑盖并行。其命皋陶曰：‘蛮夷滑夏，寇贼奸宄，汝作士，五刑有服。’是五刑者，所以待
蛮夷者也。”[20]

皋陶之言行也为后人的法律评价提供了参照的标准。古人多以皋陶之言行为论断法律运作的假设前提。
最著名的是孟子的瞽瞍杀人论。《孟子.尽心章句上》：“桃应问曰：‘舜为天子，皋陶为士，瞽瞍杀人，则如之何？’
孟子曰：‘执之而已矣。’‘然则舜不禁欤？’曰‘夫舜恶得而禁之？夫有所受之也。’”①

皋陶之言行也为后代士人、学者评议法制之根据。如宋代学者程大昌有言：“且夫舜命皋陶作士，而授以制
刑之则，类皆差五刑而三其服，即五服而三其就，凡所以测深，綦严密，无不曲尽，而概谓示耻可以去杀，固无惑
乎！后世之不信也，于是结绳理暴秦之绪，干戚解平城之围，遂为迂古者之口实。抑不思有太古之民，则结绳虽
简，岂不足以立信；有舜禹之德，则干戚非武，亦岂有不能屈服强梗之理哉！”[28]

皋陶的言行还成为了后人进行法理探索的基本材料。如苏轼在《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中对皋陶适用法律
的具体情况加以论述，其言：“当尧之时，皋陶为士师。将杀人。皋陶曰‘杀之’三，尧曰‘宥之’三。故天下畏皋陶
执法之严，而乐尧用刑之宽。”[29]苏轼的论点确实对后世认识法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甚至用于适用法律之依
据。如清光绪年间在审理太监纠众逞凶刃毙捕人之案时，审案官员在奏折中就引述了苏轼的言论，其折中称：
“昔宋臣苏轼有云：‘当尧之时，皋陶为士，将刑人，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。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，而乐尧
用刑之宽。’臣等愚昧，何敢妄希古贤。而皇上其仁如天，实与帝尧先后同揆。盖水懦而火烈，古有成言，亦雨露
之与雷霆道原相济。”[30]

但苏轼对法律的认识并不为清代学术大家钱大昕所认可，其曾撰《皋陶论》，全文洋洋过千言，对苏轼的观
点加以具体的分析与反驳。钱氏认为：“此非尧与皋陶之言也，苏氏以意度之，而后人多称之。甚矣！苏氏之失言
也。”[31]钱大昕的论述有理有据，对苏轼的皋陶的误读进行了学理和义理上的纠错。同时，也表述了其对执法的
深刻理解。实际上，我们没有必要去评判苏轼与钱大昕之间的是非曲直，在这起文字争讼中，我们可以知道，皋
陶是中国古代进行法律评价的一个标准，是进行法律探究的标准这一点就足够了。

四、皋陶应该成为中国传统法律的文化符号

如所周知，远古流传至后代的形象，有两种构成方式，其一是结合多种具体形象而构成一个综合的形象，这
种结合可能掺杂了真实、神话、传说；其二是在一个具体形象的基础上添加了许多新的内容，甚至分解为多种形
象。在皋陶这个历史形象上，本人认为第二种方式可能更为接近真实。也就是说，确实存在皋陶其人，不过后人
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而赋予其新的内容。皋陶因为担任了士师这个具有司法功能的职务，而被后人围绕
法律的特质而加以附会。这种附会并没有为其形象增加什么光辉，反而因此而声名有坠。与其同时代的禹、稷
因为其职责与民生更为密切而声名卓著。而与中国古代所不尊崇的法律、刑罚相关联的皋陶，似乎有些籍籍无
名。只有研究典籍与法律者才有所知闻。清季的大臣刚毅曾因误读皋陶之音而为士林腾笑 ，②也可作为皋陶不
很出名的反证。笔者认定皋陶为真实人物，盖因史籍中记述明确，而且其后裔也有据可寻。
“孔子垂经典，皋陶造法律。”[32] 至少到东汉之时，皋陶还可以与孔子相提并论。其时之大儒孔安国也称：

“皋陶，亦圣人也。”然而在千年之后，孔子之声誉几达于天，而皋陶之名号却渐至澌灭。垂经典，固然可以教民

①《孟子译注》，杨伯峻译注，中华书局 1960年版，第 317页。《孟子》中还有两处提到皋陶，一处是《滕文公章句上》：“尧以不得舜为己
忧，舜以不得禹、皋陶为己忧。”还有一处是间接提到，《公孙丑章句上》：“禹闻善言，则拜。”应该是借用《皋陶谟》中之“禹拜昌言”。
②皋陶在读音上应读作 gao yao，而刚毅读作 gao tao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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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责任编校：阳玉平］

化众，造法律，亦可以禁恶止非，二者造福于民之功本难分轩轾，然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之下却所遇绝殊。为师
与为士之所遇之不同，可以概见礼与法之地位，德与刑之尊卑。皋陶所居之地位，岂非中国传统法律社会地位
之真实反映？
皋陶作为一个圣人，其提出了八德的为政理念，其道德形象一时无两，超越同侪，大禹称皋陶迈仲德。但随

着其身份上的转变，即根据种种原因，其未能成为帝舜的继承者，故其道德形象逐渐模糊，其品质也逐渐转移
到享有尊为之大禹身上。皋陶的形象逐渐单一化，最后仅余法官的严厉形象。虽然偶有学士在故纸堆中重新发
现其美好的道德形象，也难以使其复原，至多把其掺杂于法官形象之中，以此与中国固有法律的道德性相吻
合。
综上所述，可以看到：皋陶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、法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皋陶作

为一个具有圣人与司法官的双重形象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具有道德与法制的二重属性。皋
陶之言行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用于讨论、评价法律、法理探究之原始出发点，也是判断法制优劣的标准，发表议
论的根据，抒发情感的参照。故皋陶完全应该是中国传统法律之形象表征与文化符号。

116


